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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一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沸腾，世界瞩目。

然而，新政权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经济极端落后。落后的经济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时期又遭受严重破坏，全国范围内市场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

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新政权勇敢面对挑战，从历史的经验中

汲取智慧。在初步恢复了经济与社会秩序以后，新政权于 １９５３ 年确定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并通过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建

立“国家优先”的新秩序，以确保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尽快改变中国

的落后状况，“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

的工业国”。

新政权的这种努力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初期的动荡以后，“国家

优先”的秩序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而基本稳定了下来，时间

是 １９６１ 年下半年。
人民公社的基础是生产队集体。生产队是解开人民公社秘密的钥

匙，是理解“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的关键。在另一个层面上，生产队有

助于我们观察与理解经历了革命与社会转型的农民的价值观与道德，这

种理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先从比较宏观的层面考察海宁地区生产队集体本身以及其与国

家、个人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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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生产队集体本身的存在状态。生产队是一个农业生产单位，

１９６８ 年以后，浙北地区标准的生产队规模约 ４５ 户，以每户 ４ 人计算，生产
队有 １８０ 人。生产队里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文化水平低下，超过
５０％的人是文盲；大多数人都没有离开过海宁县。生产队从事传统的精
耕农业，农业生产基本靠手工操作，运输靠人的双肩或者人工摇船。生产

队集体产出的大部分农副产品主要供内部消费，农民生活的自给程度非

常高。农民全年辛苦劳动，只够维持生存，年终积余很少。生产队除了与

国家的交易以外，与外界的联系很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共同体。这

种存在状态规定了其与国家、个人之间的关系。

其二，生产队是国家组织与制度体系中的末梢。这个体系具有等级

分明的科层结构与权力关系，越到下级，权力越小，从而确保了下级服从

上级。

其三，国家以户口制度控制了生产队的人口流动，以信用合作社、供

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粮食供销站等机构控制了生产队的物资流动。从某

种意义上说，自从贯彻了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生产队集体就与国家建立了

某种“协定关系”，国家要求生产队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生产队从国家

那里获得维系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必需的各种物资。这种交换过程完全

受国家控制，交易的价格和方式由国家规定。

其四，自从农民交出土地证，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悉行转让给集体

以后，农民就放弃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个人

从集体的“退出权”被取消，生产队集体成为每一个农民注定的“生存场

所”和唯一可以依赖的“家”。

当然，农民不是“木头人”，他们是活生生的、具有创造性的、追求发

展的群体。他们总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实践着“捆绑着的个体化”，演

绎出矛盾曲折的故事，使生产队集体成为充满张力的、过渡性的历史

存在。

二　 　 　

生产队集体是农民基本的、唯一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是他们生命活动

展开的场所和共同生存的地方。生产队集体的共生性特征影响着农民们

的行为，也制约着国家 集体 个人三者的关系。在联民大队一带，我们发

现了三者关系中相互支持的情况，其中，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特别是技

术引进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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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公社时期，联民大队一带的各个生产队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每年冬天，农民满怀热情地参加开河挖渠、

平整土地、修机耕路等建设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联民大队一带的农业

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大部分土地都做到了旱涝保收。联民大队一带是半

经济作物地区，生产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种桑养蚕，开展副业生

产。为了增加粮食与经济作物的产出，生产队一直希望国家提供更多的

农药、化肥，并乐意“为国家多做贡献”；国家没有辜负生产队的希望，农

药、化肥以及其他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每年都呈上升趋势。国家农

科系统提供的作物良种对于生产队的粮食产出有较大的贡献率，几乎每

一次粮食亩产“上一个台阶”都与引进新品种相关。此外，农业机械的运

用大大减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农村电力的普及提高了农业自动化水平，科

学管理技术的引进不断改变着农业生产方式，这一切都有助于农业的

发展。

总体上说，一切有助于提高农业产出的努力都会同时受到国家、集体

与个人的支持，人民公社时期浙北乃至全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不仅引

人注目，而且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但仔细观察，

三者关系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农业生产秩序中有些不协调因素。其一，瞎

指挥或者资源、技术的滥用。一方面，上级部门不顾生产队的实际情况，

下达指令，硬性推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瞎指挥在农田水利建设

十分突出。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在劳动中缺乏责任心，不按操作要求去

做，造成浪费、损失。其二，国家把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引导生

产队生产的砝码，生产队为了从国家那里多买农药、化肥，不得不去种植

一些服务国家需要的作物。其三，农药、化肥等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十分

短缺，导致出现拉关系、走后门现象。

人民公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现代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技术的引进，从而有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是，生产队

集体却使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被生存经济所吸纳，无法释放出应有的能

量，难以促成浙北农业的发展，甚至造成后患。

其一，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资料的工具性运用及其弊端。

在传统农民心中，自然是神秘的，土地是珍贵的。他们敬畏自然，害

怕因为某种触犯行为导致灾难。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土地，努力提高土

地质量，希望来年有更高的产出，给家庭增添荣耀。农业合作化改变着农

民与土地、自然的关系。自然成了人类可以无限索取的对象，浙北农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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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实行集体化以后，土地不再是家庭

的财产，农民只关注土地的产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国家为生产队集体

提供更多的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时候，生产队常常只考虑提高土

地的产量，较少关注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对于土地的危害。生产队集体

以及农民家庭对于农药、化肥等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工具性运用污染了

土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其负面影响需要进行认真的评估，其背后的价值

观更应该认真反思。

其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资料的被动式运用。

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为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那时候，农业技术的推广十分顺利，现代农业生产资料毫

无障碍地进入遥远的村落，与前公社时期相比，农业现代化在人民公社时

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仍然存在。农业现代化不只是物的现代

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众对于现代农业技

术的掌握、对于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但是，由于现代农业生

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生产队“再积极也没有用”，所以，生产队通常

都只是“被动地”运用农业技术和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生产队的领导

们“等着”国家的分配，“听着”公社农科系统布置农药的使用方法，再“照

葫芦画瓢”地通知社员。普通的农民较少有机会直接接触农业技术。实

际上，他们也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农业现代化是生产队的事，是国家的事，

“关我什么事”？

其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资源的过密式运用。

农业现代化追求着两大目标：一是大大减轻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

二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逐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农业

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部分地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标却流产了。从技术

的角度看，现代农业的高效率是不容置疑的。化肥的肥效比传统的河泥

提高几十倍；拖拉机耕田，劳动效率起码高出十倍以上，质量与人工翻田

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在人民公社时期，既然引进了许多现代化的要素，

为什么“农业停滞不前”？原因就存在于生产队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

关系中。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队成为农民唯一的“就业”单位，

生产队里所有的农民都要求生产队长尽可能多地安排农活，以“赚工

分”，增加收入。换句话说，生产队内部没有提高劳动效率的意愿，农民

们只看着自己“拿了多少工分”，完全不顾劳动效率。这就出现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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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农业技术与资源的过密式运用，现代化可能提高的效率被过度的劳动

投入消解了，生产队的工分值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我们从联民大队一

带的粮食生产及其管理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经济作物的生产及其管

理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三　 　 　

“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不仅涉及所谓“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更涉及

国家对于集体、个人的支配与改造。农业现代化实际上是国家推动的一

场改造传统农村与农业的运动，国家推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完善基层

管理与治理，旨在改造传统农民，建设现代新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生产队集体的管理成为维系正常生产与生活所

必需的工作，各个生产队都在上级领导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生产队管理是表达性实践的典范。生产队里的许多工作与民主话语

相匹配。每年进行的生产队队务委员会与生产队长选举是“民主的实

践”，大队党支部要求所有社员“以主人翁态度”积极参与选举，选举过程

严格遵循着民主程序。生产队里每隔一段时间举行的社员代表大会、全

体社员大会总是高举着民主的旗帜，生产队长与队务委员会有机会倾听

社员的意见。生产队“财务管理民主化”最引人关注，会计每一个月都按

时张榜公布每一个社员的工分记录，以便大家核对；每次结算以前，队长

都听取大家的意见，生产队所有的账目都是公开的，随时可以让社员

查询。

生产队的管理总希望做得更加规范，以克服生产队长个人的随意性。

生产队每年都进行队长和队务委员会换届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

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生产队行为规范，包括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出

纳以及其他委员的职责，生产队关于出工、评工记分、实物分配的规范等，

在听取社员的意见以后，新的规范就确定下来，要求大家“严格执行”。

在生产队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涉及社员行为的事情，生产队就开会讨

论，“推出几条规定”，宣布某个时间开始执行。

在国家的推动下，生产队表达性实践中所体现的民主精神、规范化努

力都具有正面效应。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生产队集体的实践是现代性的

启蒙，但是，这种启蒙是有限的、弱小的，总被淹没在传统的冰水之中。

其一，少数人支配与多数人依附。

在生产队集体的运行过程中，社员群众的参与只是表面上的，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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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总是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决定。他们支配着生产队的权力结构，

左右着生产队的运行。以生产队长选举为例。在联民大队，大队党支部

每年都在生产队换届选举前下生产队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物色下一届生

产队长与其他干部的人选。党支部在“心中有数”以后，才派人员到生产

队组织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如果“条件不够成熟”，党支部会继

续做一些人的“思想工作”，以“统一认识”，完成上级组织的任务。因此，

社员大会的投票只是“做一个形式”，主要人选事先由少数决定了。

这种“少数人支配”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村落里绝大多数农民缺乏自

主意识与主体性，他们遇事只想着找别人“帮忙”，习惯让别人来支配。

一句话，农民的生存状态与依附心态决定了民主只是“做做样子”。

其二，绝对平均主义。

国家号召“农业学大寨”，传统大家庭推崇“一碗水端平”，两者的结

合促成了生产队集体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从 １９６０ 年代中期以后，生产队
的粮食分配首先满足每一个人的粮食需求，按劳分配的比例很低。生产

队分配实物，为了保证公平合理，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抓阄”，叫作“手指

头没有眼睛，抓到没有话可说”。生产队评定劳动工分，男性全劳力一律

１０ 分，女性全劳力一律 ７． ５ 分，一旦拿到这个工分，就每年如此，不再变
动。绝对平均主义是中国大家庭家长的处事办法，延用到生产队集体中，

严重地伤害了生产队的强劳动力，后者甚至感觉受到了“剥削”。

其三，漠视规章。

在生产队管理中，为了规范农民们的行为，每年都会制定一些规章制

度。但是，农民很少把生产队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他们总是自行其是，

随意破坏“他们双手表决同意”的那些规定。在联民大队，每年的禁鸡令

是典型的案例。生产队每年都在适当的时候颁布禁鸡令，以保护集体粮

食，确保粮食丰收。但很少有人严格遵守禁鸡令，逼得生产队使用强制手

段。有人说，“农民是蜡烛，不点不亮”。这种情况令生产队长头痛，更令

一些生产队长使用强迫命令、体罚等手段，谁之过？宽泛地说，农民们缺

乏法制意识、契约精神，在这一片土地上，谈何现代管理？

四　 　 　

在“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中，生产队集体是一个关键环节。生产队

集体的稳定与持存确保了社会秩序的延续，生产队集体内部的张力也给

社会秩序的长期维系带来了困难。

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绪　 　 论◎

生产队集体是特殊时期的历史存在，是与外界关联度很低、自给自足

的社会空间。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受国家计划控制的农业生产经营，以

自然村落为基础的适度集体规模，封闭的集体生产与生活空间，这一切使

得生产队集体中的农民们产生了共同生存的意识，一种“同船合一命”的

观念。

在生产队中，土地与主要生产资料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集体土地几

乎是全体农民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和生命延续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

下，共同生存意识有效地抵御了来自外部、内部的妨碍农业生产的干扰，

确保了农业生产可能循着自然的节律展开，各类作物都能有所收获。因

此，我们把生产队集体经济称为“共生经济”。

但是，共生经济仅仅使经济水平停留在维持人的生存的水平上，这显

然不是向前发展的经济，反而是向后倒退到较原始状态的经济。人类历

史已经进入 ２０ 世纪下半叶，农民再落后，也不能容忍停滞不前。生产队
里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从一开始就不满意自己的生存状态，到 １９７０
年代中后期，这种不满意情绪更多地转化成自行其是的行动。

１９５６ 年，当联民村的农民们交出土地证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从此
以后，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将被束缚在这片集体的土地上，成为一个个

“被束缚的个体”，“没有出头的机会”。这是最让生产队里的年轻人沮丧

的事。生产队集体如此严格地“绑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缺乏学习提高

的机会，缺乏增加收入的机会，缺乏选择职业的机会，更不可能改变身份。

希望是人的生命意义所在，新的需要的产生与满足新的需要的行动

才是真正的历史实践。生产队里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人，各自以不同的方

式“想办法”，其中两种努力明显触及了人民公社的社会秩序。其一是化

公为私。化公为私的行为与“正确处理国家 集体 个人三者关系”所规

定的行为规则相反，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在人民公社

里，国家是公，集体是公，个人是私，化私为公行为暴露了农民，特别是青

年农民中存在着“无公德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二是逃离集体。１９７０
年代后期，浙北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生产队，有的自己做泥水匠、木

匠等，有的到社办企业上班，有的做小生意赚钱等。逃离集体的行为影响

了生产队集体的劳动与分配，妨碍了生产队正常的农业经营，冲击了“国

家优先”的社会秩序结构，并最终导致了人民公社的解体。

人民公社终结了，公社给人们留下的历史教训却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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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经济（１９６２—１９８２）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第一章　 联民大队：浙北的
一个行政村

直到 １９６０ 年代，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格。农民
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所有的劳作都依靠人的体力，锄头、铁耙等农具几

乎与一千年以前的一样。在农业生产中，时间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

只是古老故事的翻版。

公社的环境与资源构成了农业生产的外部约束，生产队是农民们维

系生命的全部依托。几十户人家，１００ 多口人，耕耘于同一片土地，共担
风险，同享收益，过着近乎自给自足的日子。这种生存状况滋生出集体生

存的意识，用当地农民们的话来说，叫“同船合一命”。那是怎么样的一

艘船，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行驶？

第一节　 区划、居民与历史

每一个行政村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光荣的或者悲情的；每一个农业

村落都只是中华大地上的一个细胞，都内在地包含着“村落的真理”①。

到 ２０１２ 年，联民大队的名字早已在海宁市的版图上消失，然而，联民大队
却还是一方农业村落。

联民大队是人民公社时的一个大队，有 ８ 个生产队，其中之一是红旗
生产队，小地名叫陈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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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联民大队：浙北的一个行政村◎

一、地理位置

联民大队是浙北杭嘉湖平原南端海宁县境内的一个生产大队。

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北岸，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东北偏东 ６１． ５ 公里
处。东邻海盐县；西接余杭县；南临钱塘江，与萧山、上虞县隔江相望；北

连桐乡；东北隅与嘉兴市郊接壤。地理坐标为北纬３０°１９′—３０°３５′，东经
１２０°１８′—１２０°５０′。东西长 ５１． ６５ 公里，南北最宽处 ２８． ９４ 公里，总面积
６８１． ５ 平方公里。１９９０ 年，海宁全区有 １５ 个镇，１２ 个乡，辖 ８９ 个居民委
员会，２８６ 个村民委员会①。

截至 １９９０ 年，盐官乡位于海宁市市府所在地硖石镇西南 ２０ 公里处，
杭州湾北岸。地理坐标为北纬３０°２４′，东经 １２０°３２′。东接丁桥镇，西邻
钱塘江镇，西南毗连盐官景区，西北隅与周镇乡接壤，北靠郭店乡和丰士

乡。全乡面积 １９． ６５ 平方公里，有 １３０ 个自然村。盐官乡共有 １１ 个行政
村，联民村在盐官乡的东南部，离镇政府足有十里路程②（见图 １ １）。

图 １ １　 联民大队地理位置图（１９９３ 年）

资料来源：海宁市工商交通旅游图，１９９３ 年。

联民大队的南端有一条老沪杭公路。公路筑于民国年间，沿着杭州

９

①

②

参见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２１、３１ 页。
参见盐官镇志编写组：《盐官镇志》，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１ 页；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

《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１２７页。１９９０年，盐官乡与盐官镇没有合并，盐官乡乡
政府在盐官镇上，所以，盐官乡地理区位与盐官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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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蜿蜒曲折，从杭州一直通到上海。公路是运输的通道，更是防护钱塘江

大潮的一道防线。１９３７ 年，日本军队在乍浦登陆，沿着老沪杭公路烧杀
抢掠，联民大队一带公路南面的房子化为废墟，一些人惨死于日本兵的刺

刀下，给当地农民留下了很多痛苦的记忆。

盐官素以钱塘江潮而闻名天下。月缺月圆，潮汐的时间随之变化，半

个月一个轮回。汹涌澎湃的海潮蔚为大观，却严重地威胁着沿岸人民的

生存，联民大队一带自古就有“海宁海塘不修，七郡生灵成鱼鳖”之说。

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浙江东防海塘同知杨振斋著《海塘孽要》序云：
“浙江海塘为杭嘉湖苏松常六郡民田庐舍所关国计至重，晋唐以后，南江

道塞，南宋嘉定以前，潮由中门出入，南北两岸俱无所害，自嘉定十二年

（１２１９ 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趋于北，海宁州南四十余里沦入海水。”①此
后，潮水多次冲坍海塘，海水内灌，农田被淹，百姓受灾。

解放以后，国家十分重视修筑海塘。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动员农民们

修起了高高的防潮大堤，并在大堤上种植了固土的芦竹。站在江边远眺，

大堤犹如绿色的长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已经把泥堤改

建成牢固的水泥堤。当地农民们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担心潮

水泛滥了”。然而，江边偶尔会有噩耗传来，个别“不识潮性”的人看水面

平静，走下海塘，不料被潮水卷走了。

二、历史与居民

联民大队所在的海宁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海宁庆云镇

永安村郭家石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盐官镇城北村徐步桥遗

址和郭店镇莲花村千金阁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这些考古发

现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海宁一带已有先民生息。

联民大队所在的盐官乡设乡政府于盐官镇。盐官之名始于西汉，以

吴王濞煮海为盐，于此设司盐之官得名。盐官镇始建于吴越年间，在明清

时代非常繁荣。从公元 ６５５ 年到 １９１１ 年，盐官一直是县州治所在地，人
口最多时达 ５ 万以上。在沪杭铁路修通以前，盐官是重要的码头、南北交
通的要冲、各类货物的集散地，商业十分发达。解放以前，盐官一直是国

民党县政府的所在地。１９４９ 年解放后，海宁县人民政府在盐官镇正式成
立。１９４９ 年 ６ 月中旬，海宁县人民政府迁到硖石。此后，盐官镇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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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县直属镇，与人民公社属同一个级别。１９９０ 年，盐官镇辖 ４ 个居民
委员会和 １ 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 ２ ０１７ 户，６ １３９ 人①。设于盐官镇上的
盐官乡在 １９７０ 年代称为红江人民公社，管辖着盐官镇东面、北面共 １２ 个
生产大队，联民大队离盐官镇 １０ 里，是红江人民公社最东面的大队。
１９７０ 年代，联民大队下辖 ８ 个生产队，其中，在袁花塘、油车巷和冯

家洪环绕的一片土地上坐落着一个古老的自然村落———陈家场，正式名

称是红旗生产队。“陈”为姓氏，“场”即场地，陈家场就是陈氏家族世代

居住、劳动和生息的地方。据传，陈氏家族早在明代万历年间便于此居

住，至今已有 ４００ 多年的历史。１９８１ 年，红江人民公社组织专人调查生
产大队与所有自然村的历史，下面是调查的全部记录。

联民大队：高级社时命名，现仍为联民大队，是联合农民走集体

化道路的意思。

九里桥：此桥建于公路南运盐河上，距盐官 ９ 里路，故名九里
桥。现在，建在培塘河②上的红江 ２ 号桥代替九里桥，离原九里桥向
东北段约 １００ 公尺。

红江一号桥：此桥建于 １９７３ 年，因属公社东边界，故名红江一
号桥。

椿树底下：该地原有大椿树，附近的村庄就叫椿树底下。

贾家场：这地方住的都姓贾，故叫贾家场。

陈家场：该村都姓陈，故叫陈家场。

冯岸上：该村都姓冯，村前有一条河，故得名冯岸上。

张开泰：据说在清末，张家在这地方开过店，后又成为一个村

庄，故得名张开泰。

太平庵：太平庵原是一座庙的名字，据说始建于清末，此村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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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盐官镇志编写组：《盐官镇志》，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３１ 页。１９９０ 年，盐官镇是
海宁市直属镇，盐官乡是盐官镇西部、北部的农村地区，乡政府在盐官镇上。几年以后，盐官乡

与盐官镇合并，称为盐官镇。２００５ 年下半年，盐官镇、郭店镇、丰士乡合并建立新的盐官镇，当地
的“头面人物”就镇政府“设在哪里”展开了权力博弈，最后，盐官镇政府没有设在历史悠久的盐

官老镇，而是搬到了郭店镇。后来，由于老盐官镇有许多重要的历史古迹，海宁市把老盐官镇单

独划出，成立“盐官景区管理委员会”。

培塘河又称上塘河。海宁县的水系区分为上河水系与下河水系，位于联民大队南部的

培塘河是上河水系，故称为上塘河；位于联民大队北面的袁花塘河属于下河水系，有时农民们称

其为“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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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名命名。

横浜头：该村有一条浜叫横浜，住在浜头一带的人家就叫横

浜头。

斜河头：村内有一条河，河头不规则，取名斜河头。

十里亭：离盐官约 １０ 里路，有一座凉亭叫十里亭，附近的村庄
就叫十里亭。①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份，联民大队原会计胡少祥经过调查，记录了联民大队
各个不同姓氏的历史与分布，全村没有一个姓氏的农民对于自己的宗族

历史有比较清晰的记忆。或许，缺乏历史记忆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现象。

下面摘录一些他当年写下的文字。

我村姓江的人家

我村只有四组有几家姓江的，大约最早也只有 ２ 家，不知为什么
这个小地方叫江家场。

其中有 １家姓江的，有 １位老人。我小时候人家都叫她九姑，她男
人是招女婿的，不知男的是姓朱的还是姓江的。她老头已死了，儿子

也死了，只剩下媳妇和孙子，这个孙子就是江志成，已死，他比我大 ３
岁。他有 ４个儿子，其中 ３个已成家，目前已成为 ４家姓江的。

另一家姓江的，据说叫江阿七，最早也只有一位老太，人都叫她

七阿太。她有 １ 个儿子，不在家中，去余杭平窑做（工作），人家那里
有儿有女，他的名字叫关通。他平均 １ 年不到 １ 次来家，他就是江家
真正的子孙。

江家七老太儿子不在家，也不愿在家。一个老太身边无人，有一

次一个要饭的年轻女子（来了），她留了下来当女儿。后来，一个当

地方兵的男子叫徐兴甫，给她当了女婿。没有生孩子，把隔壁王家一

个小姑娘当领女。徐的老家在斜桥北面高桥头。后来又将徐兴甫的

侄儿给领女做了女婿，生了 ２ 个女儿和 １ 个儿子，现在已经有了孙
子，继承着姓江的，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姓江的。七太的女儿都叫她金

宝，不知娘家姓什么。七太的女婿姓徐，孙女姓王，孙婿又姓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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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联民大队文书档案：《海宁县红江公社地名录（１９８１）》。《地名录》对于地名的表
述不够严谨，联民大队中没有单姓的自然村，说“都姓 ×”的说法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第一章　 联民大队：浙北的一个行政村◎

目前为止，全村姓江只 ５ 家人家。
我村姓章的人家

我村只有五组原来 ４ 户姓章，直到现在也只有 ６ 户人家，原来是
章厚仁、章洪彬、章义堂和章阿三。章厚仁是做木工的，当时在社会

上可算是一般的人家。他只有一个儿子，叫章永堂，父子都已亡故，

传下来有 ３ 个孙子，分成了 ３ 户，大孙子章仲华，又名长发，也已死
了。仲华也只有一个儿子，未成年。

章洪彬原在上海油墨厂工作，解放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在伪祝会

乡当过办事员，参加国民党，解放前夕又到上海，他家里有妻子，有一

个儿子，名叫章默兴，而他长时住上海，上海有小老婆，直到死于

上海。

章义堂很早死亡，生有一个女儿，出嫁住在屠甸。家里只有一个

老太，后来去女儿家和女儿女婿一起过，直到死在屠甸，这户人家没有

人下传。章阿三生有 ２个儿子，当时很苦。大儿子叫章云松，在旧社
会大约到上海当伪警察，全国解放时，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杳无音讯。

直到改革开放后曾回来过 ２ 次，在第一次来之前，生母刚巧死亡，没
有见面。二儿子章桂松，很小给人家，解放后逐步翻身入了党。他有

２ 个儿子成了 ２ 家。第二次兄弟会面，十分亲切。桂松有病时，他哥
从台湾寄钱、寄药，３ 年前已死亡，以后他哥嫂没有来过。

我村姓胡的人家

我们胡家的祖先不知在哪里。我们双秧河兜最早大约只有 ３ 户
人家，我已经不知道我家的曾祖辈的情况，不知道坟墓以及亲戚关

系了。

原来的 ３ 家，我只知道现在的堂哥胡瑞芳的祖母，虽说是堂哥，
他们已经和我家比较远了。他的父亲没有弟兄，他有个弟弟，在余

杭。传下来只有他的 ３ 个儿子，其中一个在硖石，家里还有 ２ 个儿子
为 ２ 户。第二家是我堂伯父，大约比胡瑞芳家要近一点。这个堂伯
父 ３ 个女儿，儿子也有一个比我大 １ 岁，在大约 １０ 岁左右死亡。后
来大女儿招个女婿，现在有 １ 个儿子只传下 １ 户。最早的第三家是
我们这家姓胡的，曾祖辈和前 ２ 家的关系我不清楚。祖父辈有 ４ 个
弟兄，其中一个最小的给人家做领子，现在在群海村四组姓葛，传下

也有 ４ 户人家。家里的 ３ 个弟兄，我的祖父最小，生了 ２ 个儿子，父
亲传下我一个。伯父母不生，领个儿子，现在有 ２ 个孙子为 ２ 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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